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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汉语系统中产生较早的核心汉字，最
早可追溯至殷商，广泛见于典籍、法典、典范等现
代常用词汇，兼具实体文献与抽象规范双重属
性。作为承载制度文明与价值观念的重要符号，

“典”的形体演化与语义延伸，始终与中国社会的
文化发展进程同频。汉字构形往往承载着造字时
代的文化信息，梳理“典”的形体演变轨迹，厘清其
语义引申脉络，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汉字背后的
文化内涵。

一、“典”之构形与演变轨迹
古代汉字妙在形体，探究一个字的含义，总可

在其形体中窥得一二。“典”字形体演变主要经历
了甲骨文、金文、小篆三个核心阶段，构形变化与
其功能属性的转变高度契合。

甲骨文中的“典”作
等诸多形态，所列举的后两种字形是前两种的侧
视形态。典为会意字，其构形从册、从手，呈上下
结构，由上部的 （册）和下部的 （廾）组成。
象形字“册”，作绳子串联竹简状；“廾”读作
ɡǒnɡ，是“拱”字初文，两手捧物是为“廾”。双
手捧持简册的构形，直观体现了“典”在早期社会
的神圣性与重要地位。学界普遍认为，“典”的造
字本义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指祭祀时用于祝告、
记载先祖名号与祭辞的神圣简册。在神权主导的
殷商时期，祭祀简册是沟通人神的核心媒介，具备
崇高的神圣属性，其执掌者也拥有特殊的社会身
份。金文阶段的“典”作“ ”，上部继承甲骨文
字形依旧为“册”，下部则改双手为“ ”（丌）。
丌，下基也，指供奉贵重物品的案架。人们解放双
手，将手中的简册供在案架上，不仅很大程度上避
免了简册的丢失损坏，而且字形也随之简化，可谓
一大进步。小篆的“典”，上“册”下“大”，“大”意味
着重要，大册为典。从甲骨文的双手捧持，到金文
的案架供奉，再到小篆的凸显其重，“典”的形体演
变轨迹，清晰对应着其语义从祭祀专属向社会通
用拓展的过程。

二、“典”之语义引申与发展脉络
随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变迁，“典”的

语义不断引申拓展，核心脉络是从祭祀领域向
人文、治理领域迁移，从具体器物向抽象规范延
伸。两周时期，祭祀语境下的“典”已较少使用，
捧典人的身影也已消失不见，语义重心逐步转
向社会治理层面，形成三个核心义项：一是法律
法规义，如《周礼·大司寇》载“掌建邦之三典，轻
典、中典、重典也”，将“典”作为国家刑律体系的
统称；二是册命、册封义，如《叔夷钟》“夷典其先
旧及其高祖”，以“典”指册命、记载先祖世系的

行为；三是常道、常法义，指代社会运行的固定
准则。这一语义转向与王权政治的发展直接相
关。两周时期人文精神觉醒，礼乐制度逐步成
熟，王权秩序取代神权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
承载国家制度与规范的册籍，继承了原有的神
圣性与权威性，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依
据。“典”也由此从服务于神明的祭祀媒介，转变
为服务于王权治理的制度载体。

先秦以后，“典”常与“册”组合为“典册”一
词，特指记载典章制度的重要册籍，并由此引申
出“典籍”“经典”等义，用以指代承载制度法则
与思想价值的重要书籍，如《尚书·五子之歌》所
言“有典有则，贻厥子孙”。与此同时，“典”的法
则义进一步深化，成为刑法、律令的代称，传统
社会中的“刑典”“典刑”均取此义。《诗经·大
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郑玄笺注称
其为“常事故法，可案用也”；《尚书·舜典》“象
以典刑”《唐律疏议·名例律》所载李悝“集诸国
刑典，造《法经》六篇”，均是“典”作为法律规范
义的典型用例。

三、“典”之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典”早已超越了单纯的

文字符号范畴，成为承载中国制度文明与价值观
念的文化载体。传统社会的“典”是典章制度的统
称，凝结着历代国家治理的经验积累，是维系王朝
统治、规范社会运行的核心工具。从国家层面的
刑律典章，到社会层面的礼仪典制，“典”构建了一
套覆盖全域的规则体系，支撑着传统中国的秩序
运转。

进入现代社会，“典”的语义与功能发生了
新的转化。传统语境中侧重刑罚与统治的“刑
典”“重典”等词汇使用场景收窄，而承载精神价
值与行为标杆的“典范”“经典”等词汇成为语义
主流。现代意义上的“典”，存在形态更为多元，
既可以是成文的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可以是
传承至今的文艺经典与文化典籍，也可以是社
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与道德标杆。它从外在
的强制性制度约束，逐渐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
值遵循与道德自觉，延续了“规范、准则”的核心
语义。

中国自古便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秩序观
念，“典”所承载的规则意识、价值导向与传承精
神，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
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维系公序良俗、涵养
社会道德的文化心理基础。

“典”的形体演变与语义流变探析
曹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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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流感季的反复冲击到慢性病的持
续高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公共卫生并非
只是医院和疾控部门的事，它就发生在我们每天
的柴米油盐之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超过八成
的慢性病可通过健康生活方式预防，而这些方式
的养成场所，正是家庭。把公共卫生护理的知识
带回家，让每位家庭成员都成为健康的守护者，是
最经济有效的防护策略。本文从五个方面，谈谈
家庭健康防护的实用之道。

一、家庭是公共卫生的第一道防线
家庭既是生活的港湾，也是疾病传播的关键

节点。呼吸道传染病、肠道感染、慢性病急性发
作，往往在家庭内部完成“接力”。建议每个家庭
建立“健康档案”，记录成员的既往病史、过敏史、
用药情况和体检数据，遇到突发状况时可为医生
提供准确参考。

二、居家环境的清洁与通风
病原微生物偏爱潮湿、密闭、积尘的角落。每

日开窗通风两到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厨房
案板应生熟分开，冰箱定期除霜清理。卫生间地
漏保持水封，防止下水道气溶胶倒灌。毛巾、床品
每周清洗并阳光暴晒。含氯消毒液需按说明稀
释，切忌与洁厕灵混合，以免产生氯气中毒。

三、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
洗手是切断传播链最有效的动作。采用“七

步洗手法”，在流动水下搓揉不少于20秒。饭前
便后、外出归来、咳嗽后均须洗手。咳嗽时用纸巾
或肘部遮挡口鼻。家庭成员应做到“一人一巾一
杯”，避免成人咀嚼喂食儿童，以免幽门螺杆菌通
过唾液传播。

四、慢性病与老年人的家庭照护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应养成居家监测习惯，固

定时间、固定体位测量并记录。服药需遵医嘱，不
可自行增减剂量。老年人应在卫生间加装扶手、
铺设防滑垫，夜间保留地灯，防止跌倒。卧床老人
要定时翻身拍背，预防压疮和坠积性肺炎。同时
关注老人情绪，孤独与抑郁也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五、家庭应急与健康素养提升
每个家庭应常备小药箱，包含体温计、创可

贴、碘伏、口罩、退热药，并定期检查有效期。掌握
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术等基本急救技能。
学会识别危险信号：突发胸痛、言语含糊、口角歪
斜、意识模糊，应立即拨打120。同时警惕“神药”

“偏方”等虚假宣传，及时接种流感、肺炎等疫苗。
家庭健康防护没有捷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

良好习惯。当每个家庭都成为坚固的健康堡垒，
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防线才真正牢不可破。

公共卫生护理与家庭健康防护指南
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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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心理深刻制约着个体行
为与社会规范，也从根基处塑造着不
同文明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取向。本尼
迪克特“耻感—罪感”二元框架长期主
导中西跨文化的心理解读，西方文化
被归为以良知自省为核心的“罪感文
化”，而中国文化则常被简单纳入“耻
感文化”的范畴，其道德约束力被等同
于外部舆论与群体评价的约束，遮蔽
了其以天道、伦理、自然为内核的“敬
畏感”特质。中国文化心理的核心底
色，并非被动规避非议的“耻”，而是对
超越性秩序主动尊崇的“畏”。跳出二
元对立的固化框架，重释中国文化的

“畏感”特质，既是对本土文化心理的
还原，也为跨文明的理解与互鉴提供
了新的认知路径。

一、“耻感”阐释的边界局限
文化心理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

特定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价值
体系、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相互作用、
层层积淀的产物。以往学界将“耻感”
视作中国文化心理的核心，本尼迪克
特在《菊与刀》中阐释“耻感文化”时，
强调其道德约束力依赖于他人眼光、
社会舆论及群体接纳度，本质是个体
对“被否定、被排斥”的被动规避。个
体是否产生“耻感”，关键在于其行为
是否违背群体共识，而非源于对某种
超越性法则的衷心认同。

中国语境下“耻感”的确契合这一
特征，对脸面的珍视、对宗族乡邻非议
的忌惮，构成了日常行为的重要约
束。即便是《论语·子路》中的“行己有
耻”，最初虽含道德自觉之意，但在世
俗实践中，也常演化为对外在舆论的
被动顺应。个体担心因偏离群体规范
而遭受孤立，遂调整自身行为，若某种
失当行为未惹非议，“耻感”恐难以生
成。显然，这种依附于外部评价的心
理机制，仅能解释中国文化中从众、重
名的表层现象，无法涵盖“畏天命、敬
自然、修人德”的深层精神追求。

而在“耻感”的他律约束与“罪感”
的自律反思之间，“畏感”似乎与中国
文化气质更适配。畏感的核心是“敬
秩序本身”，以天道、伦理、自然构成的
超越性秩序为依托，是个体对神圣法
则与价值规范的主动认同与自觉尊
崇，介于他律与自律之间，既有外在秩
序的客观依据，又有内在心性的主动
接纳。

二、中国“畏感”文化的三重生成
维度

中国“畏感”文化心理的生成，源
于儒家伦理、宗法社会与道家自然观
三大文化传统的相互交织，构建了

“天、人、自然”一体的敬畏体系。儒家
思想奠定畏感的伦理内核，《论语·季
氏》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直接将“畏”定性为君子
必备之德性。其中，天命是宇宙间不
可违逆的超越性法则，大人是天命的
人间执行者，圣人之言是伦理秩序的
文字载体，三者构成天命下贯于人间
的伦理链条。此种将宇宙秩序与人间
伦理融为一体的认知，让敬畏之心不
止对外在惩罚的恐惧，而是对神圣秩
序的心悦诚服，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
精神根基，以及中国文化心理的底层
逻辑。

传统宗法社会为畏感的生成提
供了现实土壤。以血缘宗族为基本
单元的社会结构，形成“家国同构”的
治理格局，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高度
重合，族规、礼制既是日常生活的行
为准则，也是个体生存的隐形规约。
有违秩序者，不但遭受道德谴责，更
面临被宗族排斥、剥夺社会身份的风
险。这种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约束，
使得个体本能地敬天理、守秩序。家
长或族长作为宗族伦理的人格化身，
其权威被赋予了神圣性，对长者的敬
畏与对伦理的敬畏形成共振，强化了

畏感的社会约束力。从《孔雀东南
飞》刘兰芝“进退无颜仪”的窘迫，到
《红楼梦》贾政对宝玉的严苛管教，本
质上是对礼教伦常、宗法秩序的恪
守，真实再现了中国传统“畏感”文化
心理。

道家思想则补充了“畏感”的自然
维度，催生了“物我交融、天人合一”
的生存智慧与审美追求。《道德经》
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将自然法则视为宇宙间的最
高秩序，主张个体应“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反对人类妄加干预自
然，强调顺应规律、敬畏自然的生存
之道。中国历代文学家始终强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保有尊重的前
提下感悟天地，最终实现精神层面
的物我契合。从儒家对伦理秩序的
敬畏，到道家对自然法则的尊崇，中
国“畏感”文化形成了涵盖社会、宇
宙、自然的完整体系，既指向人与人
的伦理关系，也指向人与自然之间
的共存关系，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
的文化心理景观。

三、中西文化心理的本质异同
以西方“罪感”文化为参照，既能

更清晰地凸显中国“畏感”的特质，也
能看清二者作为人类回应超越性规范
的共通本质。“罪感”的生成，以基督教
原罪传统与古希腊哲思为双重支撑，
形成“原罪—良知—救赎”的完整精神
链条。《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偷吃
禁果的传说，让“原罪”成为人类与生
俱来的本质属性，此罪并非后天的具
体恶行，而是始祖传承的道德缺陷。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将原罪与自由
意志相关联，提出罪恶源于意志的滥
用，唯有信仰与忏悔方能获得救赎；古
希腊悲剧中的罪责意识同样印证了这
一逻辑——俄狄浦斯本无意弑父娶
母，却因实际行为违背神圣道德律而
陷入深重罪责，最终以自我放逐完成
赎罪。及至近代，康德将“道德律是内
心的绝对命令”作为核心命题，把罪感
从宗教神学框架中解放出来，转化为
个体对理性良知的内在审视，进一步
强化了罪感的主体性特征。

畏感以“天道、伦理、自然”的外在
秩序为核心，强调个体对秩序的敬畏
与融入，通过“守序避咎”实现个体与
社会、自然的和谐共生，旨在秩序的
稳定与整体的和谐；罪感以“原罪、良
知、救赎”的内在反思为核心，强调个
体对道德缺陷的忏悔与修正，通过

“忏悔救赎”实现灵魂的完善与个体
精神的冉升，指向个体的自我完善与
主体性的彰显。“畏感”与“罪感”，是
中西文明在不同价值体系、社会结构
与历史经验中孕育的核心文化心理，
两种文化心理的差异，体现了中西文
明对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秩序、内在
与外在等核心关系的不同平衡方式。

作为人类回应超越性规范的两
种精神形态，既存在本质共性，又因
生成语境不同而分野。二者并无优
劣之分，“畏感”所倡导的对秩序的敬
畏，为社会稳定与和谐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支撑，但其对个体主体性的压抑
也可能阻碍社会的创新与进步；“罪
感”所强调的内在良知与个体责任，
为社会正义与个体自由提供了重要
保障，但其过度的自责也可能导致精
神内耗与虚无。传统文化心理随着
社会的变迁也在不断转化，以适应新
的时代语境。以“畏感”为核心重新
审视本土文化，既是对历史的精准回
望，也是对当下的积极回应。在跨文
化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认清自身文
化的精神底色，尊重不同文明的心理
差异，才能真正实现文明之间的平等
对话与互鉴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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